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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中公共性的机制交叠
——基于三个技术公益项目的考察

罗 婧

摘 要  现代社会中公共性的机制不断完善，从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发展

出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并且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进一步出现以数字空间为

基础的虚拟人格化机制。从三个技术公益项目的发展过程来看，伴随数字技术的应用，个体

与公共的关联走向多元，公共性通过数字空间呈现出机制交叠的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探索历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有力保障。这从顶

层架构上贯通了公共性的不同机制，与实践中机制交叠的特征相契合。通过进一步完善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可以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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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数字技术的介入，社会连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本的组织结构被瓦解［1］（P73），新的公

共实践形态由此不断涌现，在更广阔的维度上激发公共性。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尤为鲜

明地体现在各种公益实践中。比如，伴随近年来数字慈善事业的兴起，互联网捐赠平台让陌生人的相互

帮助成为可能，在更广泛地激发了公共性的同时，却也遭遇了缺乏社会信任等困境［2］（P59）。再比如，以

社群网络平台为内核和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社会企业大量出现，这种跨部门的合作内含了多重价值，各

主体之间难以形成对公共性的统一认识［3］（P97）。这些情况都显示，在数字技术日益浸透的社会中，公

共性的建设既迎来新机遇，也遭遇新挑战。回溯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公共性这一学术命题之所以长久

地吸引着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切，正是因为其所处的悖论性境地：在高度开放、流动和分化的变迁趋势

下，社会团结的难度越来越大，但也因此，公共性越来越被每个人所需要［4］（P1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因此，应充分把握数字技术

给社会运行带来的变化，剖析公共性内在机制的转向，从而促使活力与秩序两相协调，通过有序、持续地

激发公共性，达致社会的团结与凝聚。

一、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性机制的变迁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公共性的机制也随之变化。在农业时代，人们的互动范围局限于日常生活

的领域，人际交往是公共性生成的基础；自工业时代以来，人们的互动逐渐超出地方性的日常生活，公共

性的样态、机制日益复杂［5］（P12-13）。一方面，原先社会的组织体系不断被打破，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态十分多样；另一方面，这种多样、纷杂的社会关系，又迫切呼唤着共通的

价值与秩序。由此，公共性的议题跃升至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以往流动率低、同质性强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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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通过日常交往、面对面的交流来处理公共事务，形成一致性的认识。但伴随社会的流动性、异质

性增强，公共性的生成、运转则需要制度化的规范作为保障。这种变化是中西方社会共通的。

（一）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性机制的难题

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在流动性激增的社会中如何重构公共性的问题，自李普曼以来，

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桑内特、泰勒、弗雷泽等学者持有不同的主张，但本质上都将公共性视为一个

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领域——要么将公共性视为“私人性”的反面，要么将由私人而产生的不平等条件

悬置起来，致使私人与公共成为对立、界分的两个范围［6］（P31-32）。从而，既有的人际交往形态被当作表

达个体利益、释放个人情感等的社会基础，个体与公共之间陷入重重张力。这种公共性的难题极为凸显

地反映在互助组织的发展中。

以友谊会为例，其发展正显示了一个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动拓展为制度所维系的支撑体系的过

程。友谊会自18世纪起在西方社会蓬勃生长，为英国乃至欧洲、北美等地的数百万工人、城市贫民提供

了保障。一开始，友谊会以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来维系运转，比如通过平时饮酒、派对等活动建立亲密

关系，而当有人遇到难处——生病、丧葬、迁徙等各种情况时，其他成员自发捐赠、提供帮助。但伴随着

人口流动的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成员面临着跨地域的流动，友谊会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让

各地的社团能够联动起来。比如，组织者通过去往各地的分支机构、与当地社团的成员交流，促使其相

互之间形成共识，进而建立联盟，让互助得以跨越地域。这样的举动既在人际互动中注入了抽象制度，

也在抽象制度中融进了人际互动［7］（P129）。

但在发展中，原本相融的抽象制度和人际互动很快出现了显著的张力。例如，友谊会逐渐引入精算

体系，对于个体风险进行计算，来赋予内部成员的互动以公平性，从而保障组织的运转；但是对精算体系

的严格执行势必会将高风险成员拒之门外，与先前由人际互动而倡导的仁爱等公共价值相悖［7］（P133，

140-145，182-196）。这种机制的冲突在西方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正如格罗斯在对美国公共事业的回

顾中认为，尽管传统的慈善团体已经转型为现代公益组织，公共性越发诉诸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机制，

但是当这些组织对人的关注不足、缺少足够的人际互动来建立共识时，就会导致公共性的失落或遭到质

疑——“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联系，那么最终，公益的现实有效性与道德意义都将失

去”［8］（P35）。可见，在西方公共性的叙事中，如何在人际互动所产生的持续性困境和抽象制度带来的公

共性分歧之间进行抉择，一直是困扰整个社会的难题。

（二） 中国式现代化中对公共性机制的多维塑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人际出发、由推己及人而扩展开来的机制与实现天下大同理想社会的机制

一脉相承。个体与整体、自我与社会的关联是通过相互的帮助和扶持来实现的，从而公共秩序得以被塑

造和维系。而近代以来，伴随中西方文化、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碰撞，这种一体关系被打破。一

方面，从个体出发的原则被逐渐重视，这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来重构公共生活。很多知识分子、爱国

人士自发组建社团，以期通过人际互动重建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但另一方面，类似的社团也遇到了很

大的问题。其主要通过共同修身来促进成员提高道德修养、塑造“良心”，但“良心”却无法支撑起服务社

会的实践，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心”，彼此之间难以形成共识，换言之，即缺乏共同的“主义”；基于

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归属［9］（P78）。如何将个人利益的实现蕴于国

家、民族利益的实现之中，成为促使个体与公共关联起来的必要议题。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和国家通过上下一体的制度安排来塑造公共秩序、提供公

共福祉。在这样的格局中，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互助并未消失，也仍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作用［10］

（P114）。可见，两重路径走向合流，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公共性机制和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公共性机制

处于同一个场景中。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逐步被纳入各项事业、各个领域的建设中。这使得主体

互动的多样性大幅增强，社会力量也具有更多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机会。但同样是在市场机制的作

··13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3 期

用下，人口的地域流动大大增加、社会关系日益陌生化和制度化，给公共福祉的提供、普及带来新的挑

战。一方面，在工作、生活等各种场景中，人际的陌生化意味着人际互动变少，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公共

性机制随之被削弱，这滋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思路下，党和国家以

制度建设动员社会力量逐步、深入地参与公共生活，却也需要经由对社会活力的激发来启动社会的公共

性。因此，重建人际关联、促使社会自发地消除矛盾、培育友爱，十分必要。

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历程中可见，公共性弥散在整体的社会生活中，多样的观点、经验既需要

制度的引导与塑造，也需要在充分的人际互动中建立共识。因此，必须走出西方叙事中私人与公共的对

立，在更普遍、更开放的意义上去理解和界定公共性。有学者就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公共性赋予一种

关系性的意涵：“两个以上的个人构成主体际或主体间的联系，处于某种共同体之中……在他们之间就

具有了某种公共性。” ［11］（P82）这一赋义与中国社会基础的关系本位特征构成对应［12］（P41）。

（三） 变迁中公共性的机制类型

由中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可见，公共性蕴藏于不同的机制中，从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机制，发展出以

抽象制度为基础的机制。不同的机制之间既有贯通的基础，也有内在的张力。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更

是带来了社会连接方式的改变，线上互动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人工智能更是加速了虚拟与现实相

互交织、迭代了社会互动的复杂化程度［13］（P25-26）。总结而言，在当前，公共性的机制可以归纳为如下

三个类型。

1. 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以人际互动为基础

现实的、具象的人际互动一直是公共性的重要基础。在各种公共行动中，通过人际交往而建立更多

的社会关系、拓展社会网络是很多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的重要动机之一。而要实现这种人际互动，就需要

现实人格的参与。现实人格是社会成员基于各自既有的关系网络、情感基础、过去交往经历而形成的自

我特征，是每个个体参与生活实践所独有的综合表征。人格会形塑人际互动模式，进而影响自身的参与

行为和共同行动的持续性、影响力等。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基于现实人格的人际互动扮演着尤为重要

的角色。诸多对于我国社会文化的研究都指出，人情交换、人情面子是中国人关系运作的独特性所在。

在密集的人际交往而构造的熟人社会中，“给面子”“争面子”“讲面子”“爱面子”等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

价值性的心理建构、关系运作支撑着日常生活的运转［14］（P48）。从中可见，基于现实人格的、面对面的人

际互动是中国人开展公共生活的重要依托。已有研究指出，社区的公共秩序、公共活动、公共决策均在

人与人围绕“面子”的生成、“面子”的运行中实现了再生产［15］（P63）。社会成员对于自我的认知建构和对

于整体价值的塑造追求是通过人与人的具体联结实现的，即自我和整体是通过人格化的渠道产生了公

共性关联。伴随人类社会的进程，这样的人格化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即便在各种应用数字技

术的公共生活场景中，人际互动的特质、规律仍然构成了公共交往的基础。例如有研究发现，在移动短

视频平台上，生发于日常互动的话语、情感仍然是能否引发认同、促成共识最为关键的因素［16］（P112）。

2. 非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以抽象制度为基础

伴随现代化转型，以理性为根基、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社会组织方式不断拓展。与此同时，人口在

地域间大量流动，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以往的熟人社会随之被打破，原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饱含互助

情谊的人格化互动难以应对普遍的流动性。在这个过程中，非人格化公共性机制成为人们交往的重要

渠道，依赖于理性制度而非感性关系的社会组织以其所具有的弹性和韧性，在公共福利的提供、公共生

活的运行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规模［17］（P57）。非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在

社会如何整合、如何构建理想的社会关系上指向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路，即“共生共在”的思想。共生

“在本质上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不同于内部和睦、共存共荣的人格化公共性机制，非人格

化的公共性机制试图在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想法思路之间寻求相互承认的可能或建立彼此必要的边界，

即抛开人格化的个体差异性，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每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从而建立一种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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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社会结合［18］（P29）。也就是说，公共性越发依赖于抽象化、制度化的非人格化机制。相比以具象

的、现实的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以理想的、抽象的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是从整体的交

往而非特定主体的交往出发，本身即孕育了一种对公共性的诉求［19］（P129）。基于这种非人格化的关系，

社会得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去探寻公共性的生成，即建立人人共享的体系、实现共在共生的目标［20］

（P82-83）。可见，如果说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是自我与整体达成调和的一种结果，那么非人格化的公共

性机制则是自我与整体为趋向调和而进行的安排，从而容许更多变动性的因素和更多样的调和方式。

3. 虚拟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以数字空间为基础

伴随数字技术在各个社会场景的深化应用，人际互动的场景不再局限于现实的、具体的、熟悉的社

会单元，人的感性认识也不再只是依据经验的、相对清晰明确的［21］（P46-47）。各种数字平台不仅承载了

以商品、服务、文化、价值等为内容的个体之间的交互交换行为，也由此成为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和公共生

活的重要场所。在这些平台上，个体得以直接与他人互动产生关联，但必须认识到的是：个体既具有虚

拟形象，也具有现实形象；主体之间的关联的形态既可能是虚拟的，也可能是现实的；社会整体既建立于

虚拟表达的基础上，也与现实世界存在联系。这使得个人在数字空间中形成了与自身既为一体又在呈

现面向上有所不同的虚拟人格。换言之，虚拟人格是个人的现实人格在特定数字空间中的部分投射。

一方面，虚拟人格仍然需要现实人格作为支撑，虚拟人格的话语和行为受现实人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不

同于现实空间交往需要人格的完整呈现，虚拟空间给个体提供了一个框定性的主题情境，使个人可以根

据时空、兴趣、能力等只投射部分人格在其中与他人进行互动，而不用具身性、全身心地参与。有研究就

认为，虚拟人格可能会与现实人格冲突而引发自我认同危机［22］（P84-88）。而随着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

的深度介入，虚拟人格不仅逐渐被接受，甚至被认为可以成为民法典的民事主体［23］（P57）。虚拟人格的

互动会导向更为复杂的公共性机制，并且，随着智能体、数字分身、数字人在当前越来越常见，人工智能

技术基于现实的数据资料生成出拟人化的［24］（P22）、具有参与公共生活能力的数字主体，这也会让数字

空间中人格的指涉范围、包含的面向更为复杂。

总结而言，伴随现代化进程，公共性的机制不断丰富，从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发展出以

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并且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进一步出现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

化机制。那么，在实践中，这三类机制如何运作，又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本文即围绕三个数字技术的公

益实践项目展开剖析。这些公益实践项目突破了现代社会人际相处的原子化倾向，推动个体走向公共，

即通过捐赠者、志愿者、受助者、组织者等多元主体的联结，促使个体从自身的情感、利益迈向公共联结，

公共性由此从隐性转向显性。因此，基于对公益实践项目的研究，可以鲜明地探察公共性的机制及其变

化。加之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具体着力点，公益实践项目的运作过程是党建引领、行

政介入、社会参与相交织的结果，显示了中国语境下公共性特色的制度基础，为探索如何应对数字社会

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恰切的窗口。

二、案例分析

笔者于2023年接触到由T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技术公益平台，该平台以“科技向善”为倡导，力图

通过数字技术来推动公益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为相关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工具、宣传等方面的支持。

该平台目前辐射了335个公益项目，覆盖了教育助学、自然保护、灾害救援、乡村振兴、医疗救助、关怀倡

导等六个领域。通过与T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沟通，笔者发现，不同的项目在发起时所依托的公共性机制

有所差异，即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某一种，因而相应的调查研究就基于这三种公共性机制的划分，选

择了三个典型的公益项目展开。这三个公益项目具有差别化的公共性机制：X项目以人际互动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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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项目以非人格化的商品交换制度为基础，而G项目则以虚拟人格为基础①。基于不同的公共性机制，三

者在运转模式上截然不同，但其在后续面对自身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时，却都通过拓展公共性的机制来予

以应对，并在多种公共性机制相交叠的态势上迈向趋同。因此，对三个项目具体运行情况进行比较研

究，恰恰是探察三类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数字社会中公共性机制将如何发展的窗口。调研主要运用半结

构化访谈的方法，基于前期项目方提供的介绍资料、搜索到的报道资料等素材编制提纲，将三个公益实

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者、支持方、志愿者以及相关受众作为访谈对象，围绕公益实践项目的发起缘

由、实践内容、发展过程、发展问题等方面汇集多方信息。

（一） 科技助老的X项目

X项目以“科技助老”为主线，通过组织志愿者去往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各类电子设

备，破解老年人所遭遇的数字鸿沟困境。因此，X项目以人际互动为基础来拓展公共性。但当其遭遇可

持续的难题后，组织者也引入了新的实践方式，公共性机制随之拓展。

1. 引发共鸣的爱心：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

X项目最早是由周家斌联合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发起的。周家斌从小是由姥姥照顾，而当他去

往外地上学之后，只能通过电话向姥姥进行简单的问候。随着语音留言、网络电话、视频聊天等越来越

普遍，高龄的姥姥在接触、学习这些数字化的交流手段时非常吃力，他就利用假期回到家里的时间教姥

姥使用电脑和手机。在这段经历的启发下，周家斌意识到大量老年人及其家庭都面临这种“数字鸿沟”

的困境，萌生了改变这一现状的想法。于是他动员了想法相同的室友、同学，基于Z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组成了一个13人的志愿服务团队，在2011年一起去往Y社区教授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一开始，老年

人很难理解志愿者讲述的内容，志愿者李铭浙就曾提及：“老年人需要我们解释清楚向右向左指是否意

味着返回，以及为什么那个小房子就是主页。所以教授不能仅仅教授如何使用，解决源头问题才是最关

键的。”于是，志愿者使用了更为通俗易懂、富含比喻手段的讲解方式，让老年人能够迅速掌握相关技能。

这使得X项目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

无论是在发起人推己及人的经历中，还是在以志愿服务为内核的行动模式下，X项目中公共性是人

格化的，其生成、运转以人际互动为基础。据X项目组织者张平介绍，志愿者不仅教授老年人电子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也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慰藉等各种支持，与社区的老年人构建了紧密的人格化关系。同时，

X项目也力图由此影响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助氛围，正如张平所说：“我们希

望将一个理念传达给大家，就是在家时要以志愿者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而且我们在每次活动时，都

要向老年人传达一种以点带面的想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后，也能向他们的邻居、亲戚朋友等提供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名科技助老的志愿者。”通过这种人际互动的传播，志愿者、老年人得以建立越来越

多的情感连接，使得所处的社区成为熟人社会，这样大家“才能真正感受到社区原来是自己的家”，才能

够构建有序、积极的公共生活。可见，X项目依托于以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公共性机制。

无论是动员“从我做起”的志愿者，还是鼓励“察己知人”的老年人，其试图让参与其中的现实人格经由诸

多的人际互动，将自我对于生命的认识、对于自身未来处境的营造和社会整体的爱老、尊老、适老的价值

关联起来，形成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

2. 机制的拓展：应对持续性难题

在发展过程中，X项目遭遇了持续性的难题。虽然X项目每次服务的目标都很明确，即让老年人掌

握操作电子产品的相关技能，但具体的服务流程则因人而异。老年人不仅对数字逻辑的理解和学习能

力有差异，对于学习电子产品的动力和耐心也不同，有的老人可能需要反复进行教授才能记住相应操

作。X项目志愿者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展开教学。但是在以社区志愿服务

① 基于学术伦理，本文案例涉及的机构、人名、地名等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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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的活动中，老年人往往有各自的生活节奏，常常以处理家庭事务为先、为主。这些问题无疑都放

大了项目的成本，降低了项目的成效和辐射范围，使得项目难以形成可持续性。

所以，如果仅仅倚重线下的人际互动式社区志愿服务，X项目将极大地受到限制。为此，基于实际

情况，X项目同时引入了非人格化的和虚拟人格化公共性机制。一方面，X项目将所教授技能进行字典

式拆解，将整体教学还原到每一个知识点，制作成教学讲义、PPT、书籍、口袋书和课程包等内容。另一方

面，X项目开发了一个数字技术教学的小程序，老年人可以先通过小程序进行逐步学习，将没有理解的

地方通过小程序作出标记，由志愿者线上或线下解决。为了增强项目的教学水平，X项目开展了一系列

的培训，设立了志愿者星级评定等激励方式，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志愿服务群体。2014年，X项目在B

市H区注册为文明志愿者协会。2015年，X项目正式注册为一家民办社会服务机构，步入了正规化发展

阶段，分别在2022年获评B市人口老龄化国情实践教育基地，在2023年获评B市科普基地。

在这个过程中，X项目中主体互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一来，X项目调整了以往完全的人际互动式

技能教学，通过逻辑理性进行知识拆解，形成了非人格化的知识点。通过对既有知识点的组合降低教学

成本。二来，通过小程序的开发、开展线上直播教学等，X项目基于数字空间向更多老年人提供服务，打

破了时空对于现实人格互动的限制。可见，主体的互动不再限于原先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交往，X项目

的公共性随之拓展出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以及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机制。

（二） 解决临期食品的S项目

S项目由S科技公司开展，通过借助小程序将本地餐饮商家和用户连接起来，帮助商家将当天没有

及时售出、品质完好的余量食物以低价售出，从而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助力构建生态友好型社会。在这

个过程中，S项目以非人格化的商品交换制度为基础来实现公共价值。与X项目不同，S项目有一套逻

辑闭合的自我造血机制，因而不存在持续性的难题，但也正因为引入了商业逻辑，这引发了不同参与者

的公共性分歧。为此，S项目也拓展了新的做法来取得不同主体对于公共性的共识。

1. 完善的造血机制：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

与X项目相同，S项目的创始人同样是基于来自家庭的感受和经历而萌生的想法。许宇昊是一个在

互联网企业工作多年的“老互联网人”，2010年起他开始围绕本地生活进行互联网创业。善于从生活发

现、寻找创业机会的他注意到，晚上十点从公司出来时，楼下的商铺总是在倾倒食物。他本以为这些只

是残羹冷炙，结果却发现商家丢弃的是包装完好、完全未被食用的食品，向店员询问后得知，为保障食品

安全，商家规定“卖不掉就得扔”。再加上，他4岁的女儿偶尔看到家里倒掉剩饭剩菜时总是非常难过，认

为食物是有生命的，不应这样被抛弃。在这些触动下，许宇昊产生了以减少食物浪费为目标的创业想

法。实际上，2015年时，丹麦已经出现了首个解决食物浪费的应用程序“Too Good To Go”，其一方面通

过搜集各餐厅、杂货店等在关门15分钟前剩余食品的信息，便于用户前往这些店铺低价购买临期食品；

另一方面则推出“魔法袋”，绿色食品商、面包店等以固定的价格将临期食品放入盲盒进行销售。这些做

法一经推出就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支持，迅速推广开来。参照在这一模式，许宇昊依托于自己在2019年创

办的S科技公司，在2021年推出了S项目，主要运用“魔法袋”的形式将本地商户和消费者连接起来，一

方面帮助商户将临期食品销售出去，降低成本、减少浪费，另一方面则帮助用户低价买到食品，参与节约

食物的行动。

S项目首先号召烘焙类商家加入其中，得到了十分积极的响应。在这样的势头下，S项目将品类逐

步扩展到了咖啡厅、快餐店、鲜花店等。访谈中，组织者陆亦珊向我们介绍道，S项目有一套完整的造血

机制：“对于消费者用户而言，‘魔法袋’本身是能调动积极性的。因为盲盒通常都有着比较大的优惠，比

如花1个面包的钱，一下子能买到四五个面包，这样来看折扣是很大的。而且消费者又能同时达成减少

食物浪费（的目标），收获很大的情绪价值。”所以，在S项目的小程序上，“魔法袋”总是供不应求，尤其是

很多知名商家的“魔法袋”，消费者用户需要在发布的第一时间去抢购。2023年，S项目已经覆盖了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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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合作门店超过了5000家，并且获得了B市社会企业认证资质。

S项目以商品交换这一非人格化的抽象机制为内核。在S项目的平台上，平台运行者、商家、消费者

两两之间并不以线下的、具象的人际互动作为实践基础。个体对于自我认知的塑造和对于整体价值的

追求在关联上主要是通过其自身在制度框架下的行动而实现，而不是在人际互动中实现。具体而言，S

项目通过信息的提供，将商户和消费者对接起来，从而以增加销售来减少浪费，以自发性的购买和销售

达成社会共同的目标。平台、商家、消费者都遵循了自主交换的原则，通过相应的标准化流程和制度层

面的协商进行购买确认，进而共同实现减少食物浪费这一公共价值。消费者基于各自的账号在平台上

购买“魔法袋”后，直接按照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去线下自提，商家则提前将“魔法袋”准备妥当，二者之

间并不会进行深度交流，对于彼此共同促进的“减少浪费”“保护环境”等公益价值也很难基于现实互动

来建立共鸣、相互强化。

2. 机制的拓展：应对公共性的分歧

虽然S项目基于非人格化的交换制度实现了本身的可持续性，但项目中各方主体基于各自人格对

制度的理解不同，对于公共性理解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团队成员以“社会企业”自居，认为项目的内核

是商业性的，本质上是为商家用户和消费者用户搭建一个交换的平台。参与者卢希就是出于对生态友

好型经济的关注，才投身于S项目。在她眼中，自己是一个创业者而不是公益人。另外一部分团队成员

则认为，项目本质上是一个“多方公益的事情”，“魔法袋”的商业形式、发生的交换行为只是为项目添加

了趣味性。项目组织者罗娜指出：“虽然现在与我们类似的平台不断出现，但我们没有去使用发券啊、打

折啊这些手段，就是没有搞那种互联网的早期玩法。实际上，我们的运转还是一个公益机构的运转。”这

种商业角色和公共角色的混乱和分歧，也传递到了其所对接的社会主体那里。比如，有很多消费者用户

都向S项目平台反馈，一些商家提供的并非临期食品，而是新生产的食品，即将减少食物浪费所带来的

社会关注转变成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手段。这既与消费者消费的初衷不符，也破坏了S项目本身的理念。

可见，基于非人格化的机制，虽然S项目能够迅速扩大自身规模，其关于公共性的认识却难以形成

一致。虽然S项目的商品交换机制一开始就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的，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可进行互动交

流的数字空间。即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只将该程序看作一个流程化的工具，而非交流的平台。从

而，各方没有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人格化交往基础，也未能围绕价值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那么各方对

于其内在公共性的质疑也就无法避免。

面对这种情况，S项目采取的措施即拓展数字空间，引入人格化的交流机制。一方面，面对团队成员

内部关于项目商业性和公益性理解的冲突，罗娜提出了一个“区分而并行”的思路：“S项目的公益性一来

是通过自身的平台去宣传减少食物浪费的理念，二来是将自身盈利的一部分投入外部或内部的专项公

益基金，去教育、环保等新领域开展项目。”让团队成员以各自人格所生发的理念，来参与相应的工作。

另一方面，S项目分别为消费者用户和商家用户建立了对应的数字社群，以此来联通线上和线下的社群，

促进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和用户在数字空间中的互动，从而更有效地传递项目的价值。参加社群的消费

者通常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因而由线上社群所营造的数字空间可以有效地为其建立环保方面的人格

化交流渠道。例如在社群中分享自己的购买经历和环保理念，监督商家的商业化行为，以及相约进行线

下的环保公益活动等，进而更好地实现项目的公益性；商家用户则通过分享每日的临期食品剩余情况，

细致了解区域内的消费者规模、偏好等，既可以更好地进行成本管理，减少食品临期和浪费的可能，同时

也能同其他商家互动形成“魔法袋”的搭配，使“魔法袋”内容更丰富。可见，S项目为了解决非人格化公

共性机制的问题，通过拓展原有小程序功能，使团队成员和用户得以在数字空间中拓展出虚拟人格化机

制，并进一步延伸到现实中的人格化交流。

（三） 辅助观鸟的G项目

G项目是在T公益慈善基金会、N地理杂志社、S基金会合力推动下开展的。该项目基于观鸟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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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手机APP的开发，为观鸟爱好者提供了线上交流、互动的数字空间，让零散的、碎片化的观鸟活动通

过虚拟人格的分享，转化为规模性的知识积累、聚集化的公众兴趣，更进一步地传递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而伴随项目的推进，G项目在公共性的拓展中，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尝试。

1. 爱好者的网络聚集：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机制

起先，G项目主要是一个面向普通爱好者的鸟类识别和科普小程序。小程序基于最新版的《中国鸟

类观察手册》，收录了近1500种中国有记录的鸟类。用户打开小程序中的“发现”界面，就可以探索位置

附近的鸟类，识别、了解在自身场景中所看到的鸟类，并且上传相关的照片、音频、时间、地点等信息向其

他用户分享，引发大家围绕此进行讨论和分享感受，并记录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如此，通过促进公

众“观鸟、识鸟、集鸟”，G项目力图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发挥作用。据G项目的负责人顾磊介

绍，中国现在观鸟爱好者有十多万人，其中不乏专业性强、资深的爱好者，这对于生态保护事业，乃至于

鸟类的科学研究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由于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较大，鸟类的迁徙

等各类活动亦随之改变，比如“南鸟北飞”等现象，这需要通过公众的观鸟行动来进行及时的记录和反

馈，从而丰富相关的数据记录，甚至促使知识体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因此，开发相应的记录程序，以及

面向公众、面向观鸟爱好者社群的技术平台就十分重要。G项目正是立足于此。在具体的运营中，除了

负责提供资金的基金会、通过宣传拓展影响力的杂志社、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外，各地的鸟类协会等爱

好者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也参与到G项目中，从而通过联合的行动促使项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

基于一定的专业性来促进共识的生成。

基于小程序和应用程序，G项目为喜爱“观鸟”的人群构建了数字空间，促使他们开展虚拟人格化的

交流、互动，逐步催生出相应的爱好者社群。与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交往不同，数字空间中个体的交往并

非基于整全的人格，而是经由话题、兴趣、个体的自身考虑等所约化的人格，因而数字化的虚拟人格是局

部的、特定的。一方面，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格相仿，爱好者在平台上与其他用户交流观鸟的知识、感受，

同样具有情感性、观念性等交往的特征，因此这种交往具有人际互动的特点；另一方面，与现实生活不

同，爱好者的形象和交流内容是数字化处理后的，用户的交流在场景、方式上均与线下的互动存在差别，

而这也给G项目的发展带来了问题。

2. 机制的拓展：应对受限的公共性

G项目在开发小程序时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观鸟爱好者对该数字空间的目的和预期实际上是不

同的，因为他们的观鸟经历不同、知识上存在差距、观鸟目的和动机也很多元。换言之，不同参与者在该

数字空间中所构建的虚拟人格因其各自现实人格的不同而有差异。这就会在现实互动中引发一系列分

歧，例如一些普通爱好者随手拍摄记录的鸟类照片、音频，在一些专业爱好者看来不具有记录意义，且会

拉低平台内容的质量；一些专业爱好者为了获取高质量的照片或音频，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拍摄成本和

时间成本，而普通爱好者不能理解这背后的付出，这导致专业爱好者的积极性容易受挫。还有一些用户

以工具化的需求使用该小程序，即只是用来做日常鸟类识别，而不参与分享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小程序的公益互助性。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使得一款程序或平台很难兼顾多重功能的实现，也难以

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这使得，项目纳入的目标群体被局限，公共性同样受限。

围绕这个难点，G项目将原先小程序的受众定位为普通爱好者，而新开发了一个面向专业爱好者的

应用程序。顾磊回溯了G项目在面对这一情况时的决策场景：“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把用户区分为浅

度用户、中度用户和深度用户。一开始的小程序我们可能针对更浅层的那部分用户，观鸟更多是出于兴

趣。通过小程序，我们可以进行‘拉新’，逐渐吸引人参加到观鸟中来。这实际上也是参照了互联网的漏

斗模型。”这款应用程序的使用门槛较高，用户须具有一定鉴别能力，大多为拥有多年观鸟经历的专业爱

好者。但是，这样的做法看似是为普通爱好者和专业爱好者提供了实现各自需求的渠道，但也让两个群

体在各自的平台上形成了不同的话语、视界。缺乏专业爱好者指导的普通爱好者社区，内容分享可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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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随意，甚至会偏离鸟类这一主题。并且，由于缺乏专业爱好者的甄别，普通爱好者社区里的假照片、

假信息就很容易带来误导。为了维护社区发展，G项目就需要设置更多的方式进行内容鉴别。专业爱

好者社区则形成了专业化的交流门槛，其讨论内容可能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这也导致一些想成为专

业爱好者的观鸟新人，在普通爱好者社区进步困难，在专业爱好者社区则难以插话。如此，本具有共同

爱好的公众就被拆分成了具有异质性的零散社群。这种公共性的边界不利于认识、文化的共享，会抑制

不同的社群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联结，项目所能发挥的公共作用、取得的公共成效就会受到限制。

综上可知，在数字空间中，主体间并不一定具有明确的制度化约定和规范。参与者的虚拟人格是基

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鸟类的情感和经历而生成的，而来自生活其他方面的情感、经历则缺少呈现的机

会。因此，数字空间中主体交往的维度是受限的。当客观上的经历、能力差异无法通过主观上的情感认

同来弥补，社区就会变成“外行”和“精英”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会导致G项目的公共性受限。为了应对

这一境况，G项目开始着力为更多样的主体互动形态创造条件。一方面，引入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举

办具象的、现实的交流活动，比如，在节假日开展线下宣传活动、共同观鸟活动、公益培训活动等来促进

爱好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即引入专业爱好者与普通爱好者的整全人格，促使他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

分享彼此的经历，例如出于怎样的机缘跨入观鸟者的行列、如何成为专业的观鸟者、如何科学地观鸟等，

进而提升线上社区的内部共识和内容质量。另一方面，从促进整合的角度引入非人格化的制度内容，比

如，通过在小程序上设置制度化的激励措施，鼓励专业爱好者为普通爱好者提供鉴别和指导，促进用户

以规范的方式分享观鸟数据。

三、机制的交叠：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三个项目在各自的发展中都遭遇了一定的困难，而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主

体及其互动形态日益多样，公共性的机制也随之拓展。

X项目所遇到的难题集中在可持续性上。一开始，其以人格化交往作为公共性的生成机制，依托具

象的、现实的人际互动来开展活动。这种公共性机制往往具有一个明确的需求目标，会面向每一个公益

活动的参与者或服务对象，即其会充分考虑个体在实现该需求中的特殊性，并相应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公

共服务内容。这种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可以使各方在相互的交往、沟通中展开发自内心的真挚交流，进

而高度认同项目的公共价值。这些因素都使得X项目在志愿者和社区老年人的交流中，在与志愿者的

相处中，在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能够通过人际交往的反馈和人际关系的延展促进公共性不断生

成。但是人格化公共性机制的问题在于，为了让现实的人际互动注入情感，就不能只关注现实需求目

标，而是需要关注对方人格的整体。作为整体的人格参与项目的模式是不同的，那么相应的服务流程也

就不明确，需要因人而异予以应对。因此，X项目所遇到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就是因为提供个性化服务

的成本高，进一步说即是，要在应对每一个对象在服务内容和需求方面之外的人格层面，即服务过程中

出现了人格冗余的情况。具体来说，X项目的服务内容在于老年人“电子产品教学”，但其不只是面对老

年人具有电子产品使用需求的人格层面，而是要面对每个老年人在各自生活中的整体人格——作为家

庭照护者的人格层面、具有社交需求的人格层面等。X项目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即是，通过引入数字技术

小程序，结合制度化的知识内容分解，降低时空、情境等额外现实因素所带来的人格冗余，将与现实需要

有关的部分人格通过数字技术分离出来，从而降低现实成本，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

S项目面临的问题在于对公共性的定位上。其以理想的、抽象的制度为基础，设计了非人格化的公

共价值实现方式：忽略各方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出发的人格化内容，只通过设置每个主体实现利益

和价值的制度化规范途径促使公共性生成。项目以保障制度化途径运行作为明确的需求，并以小程序

为工具制定了明确的服务过程。服务对象的参与形式也都因数字程序的形式逻辑设定而统一。但也正

因此，从参与主体的视角来看，在公共利益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各方都只是自己与数字技术的交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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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者”的人格存在，社区乃至社会是整体性、抽象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各方的参与只限于购买、销

售或维护平台的某个单一环节，每个主体对于公共价值的实践并不是基于人格化机制，而是有赖于自身

的构建，这种构建停留在主体内部且具有流动性，主体之间看不到其他人的具体人格，即出现了人格缺

位的情况。从而，无论是运营者还是用户都无法及时反馈交流和达成服务共识，就会对项目是否具有公

共性产生争议。因此，S项目在后期引入微信群、建立商家联盟等做法，就是通过数字社群连接现实的人

际互动，将与现实过程有关的部分人格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在场化，从而增加必要人格，促进主体之间分

享认识、形成共识，解决由公共性引发的争议。

G项目的发展难题在于公共性的受限。在数字空间中，小程序、手机APP的用户经由网络身份所构

建的虚拟人格而建立交往，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社群。一方面，在G项目的数字空间中，用户在

线上的表达、行动是在特定的主题下，即“观鸟”的具体感受和经历，所展露的人格形态来自其在线下日

常生活中的人格形态且具有一定差异。在这种只有特定主题而没有明确目标的公共性活动中，各方的

需求无法通过其虚拟人格达成明确的统一，其中既有只是为了分享知识的用户，也有主要目的是学习知

识的用户，同时也存在只将该数字平台作为日常工具的用户，从而各方在参与该数字空间时的行为模式

也就不统一。尤其是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社群内主体间的认识会相互强化，其会将个性的经验当作

“真实”，与其他社群产生隔阂，从而强化公共性的边界。虽然各方有相关的虚拟人格投射在该数字空间

中，但这种投射也只是一种围绕特定主题基于自我生活的主观建构，脱离了对其他主体的现实理解，因

而并未形成真正的人格参与，即只是一种人格虚置。G项目之前所采取的针对用户开发不同软件的做

法，只能强化这种不同维度内部有边界的自我建构，进一步造成社群间在特定维度上的互斥性，并未真

正解决在理解其他群体时的人格虚置问题，从而引发了公共性的受限。为此，G项目在之后所采取的解

决方案则是促进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虚实相宜”［25］（P115），将与想象需求部分有关的虚拟人格现实

化。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组织线下观鸟活动引入现实中的人际互动，即让特定主题的虚拟人格同更大

的现实生活环境连接和落地；另一方面则是在制度的引导下塑造观鸟行为的一致性，从而平衡不同群体

之间的目标和需求差异，突破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

比较来看，三个项目在应对自身问题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促使参与者的人格互动具有了更多重

的形态，也让各自公共性的机制走向趋同（如表1）。所谓的趋同指的是一种“交叠”的状态，即以具象的、

现实的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和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

人格机制兼而有之，相互间有融合也有区分。

对这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折射出数字社会中公共生活所面临的复杂局面。由于主体互动形态的不

表1　三个项目在发展中的比较

公益项目

比较条目

机制类型

主要基础

侧重主体

现实需求

服务流程

参与模式

发展问题

解决办法

机制拓展

科技助老的X项目

人格化公共性机制

以人际互动为基础

特殊的个体

明确

不明确

不统一

人格冗余，服务成本高

减少额外人格，降低现实成本，以数

字技术筛选与现实需要有关的部分

人格

三种并行，提取与公共服务需要有关的人格，形成现实理解，达成制度共识，走向机制交叠

解决临期食品的S项目

非人格化公共性机制

以抽象制度为基础

规范的制度

明确

明确

统一

人格缺位，价值共识差

增加必要人格，增进共识认同，以数

字技术显化与现实过程有关的部分

人格

辅助观鸟的G项目

虚拟人格化公共性机制

以数字空间为基础

特定的主题

不明确

明确

不统一

人格虚置，相互理解低

落地参与人格，平衡目标差异，将与

想象需求部分有关的虚拟人格现实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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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丰富，公共性的机制随之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替代性的，而是拓展性的，因而呈现出“机制交叠”的

特征。这一特征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是片段化的，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连续的系统。在特定

的、具体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特征、关系结构根植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中，构成了具有特色

的社会基础。

总结而言，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主体互动的形态日益复杂，个体与公共的关联越发多元，公共性的

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人格化的机制获得了愈益丰富的连接方式和表达渠道。数字技术渗透

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需要通过人际互动来实现的公共决策、公共事务等已然向数字空间迁移。

其次，非人格化机制得以在更广泛的层面、更多的境况中发挥影响。计算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手段

与社会场景的结合，本质上都是经由数据处理将社会纳入抽象性的框架中［26］（P8-9），这与从社会规范提

炼出的抽象制度具有相合性。例如，在相当一部分的数字化公共平台中，同意遵守相应的制度是社会成

员进入其中的前置因素。再次，虚拟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生长出来。原本具身的人格面向能够拆分开

来，在不同的方式、渠道中纾解。最后，数字技术的多维度、全场景特征也带来了虚实结合、虚实共生的

可能，这进一步打破了公共性机制的界限，为破解人格化机制与非人格化机制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方法和

路径。社会成员为了应对数字空间的高速流动和多元维度，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构建可持续的公共秩

序，既要诉诸日常化人际互动来交流价值，也必须塑造制度关系来凝聚共识，还通过开拓数字空间来建

立广泛、充分、紧密的连接。可见，如果施以恰当的引导，数字技术基于对公共性机制的拓展能够提升公

共生活的连续性、有序化。

四、结  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

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

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27］（P65）这种“并联式”发展的实践过程，所积累的经验正指向了如何

应对不同公共性机制如何共存的发展性问题。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公共性的生成既要依靠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也要依靠以

理想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前者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相贯通，虽然只停留在了道德实践的层面，

未生成出非人格化的抽象制度安排，但留下了自我与社会实现天下大同式关联的窗口；后者则以构建能

够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公共福祉的制度安排为出发点，保障人人参与到共同理想的实践中，并共同享有

实践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构建的。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公共生活有序开展的基础，也是个

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有机统一的必经之路。这也为中国应对数字技术给公共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奠

定了社会基础。最初以人格化机制运行的X项目借助数字技术的虚拟人格兼容了制度化的教学，进而

迈过了可持续性的难题。而一开始就使用着数字技术的S项目和G项目在面临公共性的难题时，也是

通过建立人格化的互动机制来予以应对。在中国社会，面对数字技术的扎根，公共性的机制并未走向对

立，反而实现了相互交叠。而且从案例来看，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公共性机制与以抽象制度为基

础的非人格化公共性机制，在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公共性机制的连接下形成了合流。

机制的交叠特征显示了数字技术给公共生活带来的机遇，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不同的机制形成互补，增强了公共性的弹性。数字空间中可以共存的多元虚拟人格打破了现

实中原本具有整体性的人格，减弱了现实个体在应对抽象制度时的精力成本，也削弱了现实生活自在性

和既成性本身对于个人在抽象制度前的限制［28］（P1）。非人格化机制所面临的人格缺位则可以通过另外

两种机制来填补必要人格，促进主体间共识的建立。同样，虚拟人格化并不是万能的，不同事务、不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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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间的相互协调少不了跨事务、跨领域的“摆平”变通做法，而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全面、深度的交往

作为基础。

其二，机制交叠为多元共识的生成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回应复合的公共价值。特定的机制往往倾向

于依托单一的共识逻辑，例如人格化机制通过相近、熟悉的关系来建立共识，非人格化机制的共识体现

于共同认可的原则中，虚拟人格化机制则以具体议题的共享价值而形成共识。而在数字社会中，经由机

制交叠，多元逻辑得以并存，个体的自我认知与其面向整体的价值追求可以诉诸多元的通路，有利于实

现公共生活场景所承载的复合性价值：既要维系行动的持续性，也要保障行动的公共性；既要促进一定

范围内的社会凝聚，也要保障更大范围的社会团结。

其三，机制交叠可以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更多样的工具。正如案例所显示的，尽管围绕各自不同

的目的，公益实践项目在初始依托单一的机制来激发、塑造公共性，但伴随项目的推进，当实践遇到困难

时，组织者可以能动地选择其他机制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数字空间为不同人格提

供了释放面向，也在新的维度上为社会韧性的生长提供了基础，为公共性的萌发提供了新窗口。如此，

公共事务的治理在效能、认可度上的提升具有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当然，不同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张力，若难以调和，则可能引发公共性的失衡与异化。在当前，个体

需要游走于不同的机制中，也因此具有不断变化的、各异的角色和身份。非人格化机制所塑造的均值化

形象、虚拟人格化机制塑造的数字身份可能与个体的现实境况相差甚远，这会导致个体在公共参与中出

现言行不一、线上与线下的表达相割裂等现象。并且，在不同机制间的切换也会带来个体的认知超载，

进而使个体选择表演性的公共参与方式来应对机制之间的差异，而这也会侵蚀公共生活的道德基础，使

得所构建的共识是虚假的。再者，数字空间的无穷维度特征使得公共生活有着零散化的风险：不同的事

务被拆分成大大小小的专项领域，各自寻求专业化的解决途径，依据特定的情况而达成相应的制度规

范；而原本一体的人格也被不同的平台所拆分，主体依据不同的需求、情感等展示自我，构造出不同的、

片段性的社会理想。这种单维度的、被约化的线上交往难以为这种跨事务、跨领域的协调提供支撑。尤

其是当前人工智能在社会场景中深度卷入，也会加剧这一风险。

由此可见，促使机制交叠导向公共性的整合，让多元的逻辑能够彼此相容、所形成的共识是实在且

坚韧的，是数字社会中开展公共生活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元规则的构建是关键，即在容许不同机制发

挥作用的同时，整个社会应当共同探求具有超越性、根本性的规则，以克服当前公共性的部落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应当回到“人”的层面，激发公共性的主体能力，提供适配“机制交叠”特征的场景，从而促使个

体在不同机制之间、在不同空间中实现认知上的整合，进而凝聚具有一致性的整体价值。当然，如何以

具体实践予以实现，尚须结合更丰富的资料来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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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verlapping Publicity Mechanisms in Digital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ree Tech-for-public-welfare Programs

Luo 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mechanisms of publicity in modern society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evolving 

from a personalized mechanism based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o an impersonal mechanism grounded in 

abstract institutions, then to a virtual‑personalized mechanism based on digital space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tech‑for‑public‑welfare program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mad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public diversified and mechanisms of pub‐

licity overlapping through digital space. In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eople to 

play their principal role, which integrates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publicity at the top‑level design, consis‐

tent with the overlapping mechanisms emerged in practice. Further improving thi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society; publicity; social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ublic welfare practices;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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